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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研究

作者：胡光华  来源：《美术》

  我国现在所谓的油画是从欧洲传入中国的画种。著名油画家艾中信先生说：“中国

是油画大国”，此话恰如其分。在油画艺术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一大品类，取得与中国

民族绘画分庭抗礼的今天，追踪和研究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的历程既是中国美术史不可回

避和必需解决的一个重大学术课题，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油画能否自成专门史的大问

题。  

  近20年来有关油画传入中国的著述不少，可有关研究的成果不令人满意，且桀谬不

断。例如，由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油画》第一卷(图18)，不仅把香港艺术馆收藏的水粉画《广州商

馆区一角》误作油画，而且作品年代错标为1807年；那时西方远洋机动明轮还未问世，

广州商馆区水面怎么会破天荒出现美国的蒸汽机轮“火花号”?  

  何况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外国商船是不允许进入广州港水面的!更有甚者，该

卷不但将英国 华画家威廉·韦斯托尔(William Westall)所作油画《黄埔远眺》改为佚

名氏之作《御苑消夏》，而且画名与书中的作品研究文字以及作品实际所画的广州黄埔

港一带风景内容自相矛盾。  

  又如广西美术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中国油画百年图史(1840—1949)》，作者把英

国摄影家约翰·汤姆森(JohnThomson)1862年至1872年间游历中国时所拍摄的佚名中国油

画家绘制油画情景的照片张冠李戴定名为《画室中的关乔昌》，还别出心裁地把图片摄

制时间定为约1818年，比实际推前了半个多世纪；著作者连摄影术发明时间是1839年，

第一架外国照相机传入中国是1846年这些历史常识竟然一无所知，对起码的历史逻辑都

不屑一顾，对历史文献材料不做缜密考证分析，荒诞不经的东西当然泛滥成灾了。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尝试探讨清代油画研究时表现得相当粗浅。

如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一课题涉及的历史问题与疑难之多也是可想而知的，更不用说

要探究明清西方油画传入中国一一中国明清两代油画的发展历程。  

  我以为，西方油画是随东西方地理隔障的打破、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而传入中国的。

大致而言，明代是西方油画传入中国初期，油画创作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8世纪至19

世纪传入中国的油画趋向多元发展，带有鲜明的政治经济特色。  

一、传教士与明代西方油画传入中国  

  15世纪末西方探险家横洋跨海，希望通过海路亲近远东和它神话式的财富，导致东

西方海上航线的开通和世界地理的大发现。从此，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通过这些海路

日益密切交融起来。西方一些具有探险家同样冒险精神的耶稣会传教士积极投身天主教

远征东方的扩张活动，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传入中国，

西方油画就是随传教士的文化传教活动．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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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西方油画在中国传播具有建功立业意义的传教士有罗明坚、利玛窦和乔瓦尼。罗

明坚的贡献是将西方油画携入中国内地；利玛窦的历史意义是而开辟了油画传入中国的

有效途径；乔瓦尼虽未入中国内地，但他在澳门的油画创作活动和他在澳门培养的油画

弟子，以及他的弟子们深入中国内地的艺术活动，对明代油画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历史

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  

  现有确凿的文献记载表明，油画传入中国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率先把油画带进中

国的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他于1579年(明朝万历七年)奉命来华到广东设立教

堂，当他经澳门转入广东肇庆时，当地总督检查罗明坚所携的物品中“发现了一些笔致

精细的彩绘圣像画”。我们知道“笔致精细”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油画所具有的艺术

表现特征。因此，这些“彩绘圣像画”应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油画。1583年，罗

明坚还在肇庆建立的圣母无原罪小教堂中悬挂圣母像，供进教民众参拜，开西方油画传

入中国之先河。  

  继罗明坚之后，对推进油画在中国的扩大传播和转承影响起关键性作用的人物是意

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倚仗自己精深的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知识和成熟的儒学修养，

发明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教”形式，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巧妙地将西方天主教

油画及其铜版画复制品分送进呈给中国上层官儒和帝皇，引发了一连串西方油画转承影

响效应。  

  比如，他送给山东漕运总督妻子的油画有“圣母圣子和施洗约翰”；上贡自鸣钟给

明神宗时，连同油画“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一并进呈，这些贡品勾起了中国皇

帝的兴趣，他很想见识欧洲王公贵族们的服饰穿戴，利玛窦又把一幅绘有盛装的欧洲王

公显贵，又绘有天使和教皇的宗教铜版画，附上简单的文字说明，进献给万历皇帝。  

  其实这些帮助理解画面内容含义的解说词，隐藏着利玛窦想借以触发中国皇帝对天

主教兴趣的企图，而结果是“由于细节十分精美”，得到中国皇帝对西方绘画的兴趣，

诏令宫廷画师在利玛窦的指导下用色彩放大复制了这幅画。至于是用什么色彩复制，是

油画色彩还是别的色彩，现已无从考证，但利玛窦创造的“文化传教”方法，借助西方

科技和油画这些文化媒体，确实达到了触发中国皇帝对西方文化的好奇，诱发了明代万

历皇帝对西方绘画的艺术赞助，进而导致西方油画艺术的转承影响和天主教在中国的扩

大传播。  

  1605年，程大约持南京总督的介绍信从安徽来到北京拜会利玛窦，征求天主教铜版

画，利玛窦提供了四幅，程大约把它们刊印在《程氏墨 苑》第六卷之中。可想而知，假

如利玛窦没有进献西方宗教油画给中国皇帝，就不可能引起中国皇帝对西方绘画的兴趣

和赞助，更不可能产生这种上行下效形式的商业出版；而中国艺术传媒对天主教艺术传

媒的接受容纳，并予以刊行传播，无疑对天主教在中国内地扎根起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诚如陈援庵先生在1927年景印本墨苑卷末所附跋文中评述：“墨苑分天地人物 儒释道合

为一集，而以天主教殿其后也。时利玛窦至京师不过五六年，其得社会之信仰可想

也。” 

  利玛窦发明的这种“文化传教”策略，于有意无意之中对扩大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

和西方油画在中国的转承影响起一箭双雕作用，难怪明代来华的传教士金尼阁、毕方济

等人“皆言及用西洋画及西洋雕版画以为在中国传教之辅助而收大效之事。”传教士们

言及的“西洋画”就是油画；而“雕版画”即铜版画，它以复制西方油画见长。明代西

洋画在中国的转承影响，主要是通过油画之铜版画复制品。万历年间顾起元在《客座赘

语》卷六“利玛窦”条中说利氏携来的天主教绘画“画以铜版为巾登，而涂五采于上，

其貌如生。”  



  顾氏所述的天主教彩色铜版画，当为油画复制品，它与利氏进献给明神宗的绘有欧

洲王公贵族和天使教皇的铜版画同为一辙。至西方宗教油画的传播与扩大影响，我们不

妨例举乔瓦尼的学生倪雅谷1604年在北京为天主教堂绘制的油画《圣路加圣母抱小耶稣

像》，圣诞节时陈列在教堂供教徒朝拜时“见到此画的教徒们都欢欣异常”，更何况

1605年，倪雅谷绘制的圣像画“曾风靡当地的群众。”为扩大西洋画传播，意大利传教

士毕方济于1629年著成《画答》一书，从学理上介绍西方绘画。  

  除利玛窦外，耶稣会士、油画家乔瓦尼的美术教育活动对油画在中国的扩大传播也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乔瓦尼1560年生于意大利诺那，17岁加入耶稣会。1582年8月7

日，他和利玛窦、巴范济等八名传教士到达中国澳门，开始在澳门学习中文并传授油

画。1583年，他应贾方济之邀，为澳门大三巴教堂绘制油画《救世者渗现有文献资料表

明，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绘制的第一幅油画。此后不久，乔瓦尼被派赴日本从事宗教

绘画教育，先后在长崎、有马开设绘画学校，传播西方油画。  

  由于那时日本天主教区属天主教澳门教省管辖，乔瓦尼在日本培养的学生中有中日

两国画家，倪雅谷即是其中佼佼者，他早在1601年应利玛窦、范礼安之召到澳门，忙于

为中国教区作画。1614年，日本德川家康下令禁教，乔瓦尼带着他的学生重回澳门，在

圣保禄修院设立绘画学校，教授西方油画。当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传授西方绘画

的美术学校，意义非同凡口向，现存澳门的不少明末天主教油画，多出自乔瓦尼及其弟

子们之手。明代西方油画在中国的传播发展，正因为有了这种传播机构的建立和人才培

养的基础，加上利玛窦开拓的“文化传教”之路，才有可能持续。  

  倪雅谷是乔瓦尼在日本天草教授西方绘画时培养的油画家，他是中日混血儿。或许

他的父亲是中国人缘故，1601年，当他学有成就时，即被召回中国为传教服务，忙得不

可开交。他先后为澳门的圣保禄修院绘制了《一万一千修女殉教》、《圣母玛莉亚升

天》。1602年被召到北京为传教团工作，绘制了不少宗教油画；其中《圣母怀抱小耶稣

像》在1604年圣诞节供信徒们朝拜时，博得称赞。利玛窦也非常赏识他的油画才能，认

为在北京的画家中以他的才艺杰出。1606年，他被利玛窦派回澳门为新建的教堂作画，

1610年，他又被派遣到南昌为教堂作画，绘制了油画《救世者》和圣母像。翌年，他又

赶到北京为利玛窦安厝的教堂作画。  

  象倪雅谷这种“南征北战”式的为文化传教服务，昭示着西方油画东渐中国的转承

影响及进程的某些特征，即西方油画在耶稣会士远征东方的初期，已经在我国南方的珠

江口港埠建立了稳固的传播基地，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油画人才和向中国北方渗透的

艺术力量，为尔后西方油画在中国南北政治经济重镇的兴盛，奠定了深厚的人才历史基

础和社会影响。只不过那时由耶稣会画家一手培养出来的中国早期油画家，留下芳名者

寥若辰星、鲜为人知罢了。除倪雅谷是乔瓦尼培养的油画家外，我们现在仅知道游文

辉、石宏基和冯玛窦是乔瓦尼来到澳门之初创立的绘画学校培养出来的油画家。  

  利玛窦由广东向北京进发，为何要携游文辉同行，进行这场文化传教的“南征北

战”，似乎是个谜；不过，利玛窦逝世之前，游文辉为他作了一幅油画肖像，倒使我们

恍然大悟：原来游文辉是一位谙熟西方宗教艺术且功力坚实的油画家，他笔下的利玛窦

油画肖像，远比后来耶稣会士杜赫德《中国全志》中的利玛窦像要出色。不言而喻，游

文辉是利玛窦进行文化传教的得力助手。1613年，他回到广东韶关传教与作画，1617年

转到杭州继续艺术传教，1630年逝于杭州。游文辉与倪雅谷一样，他们的那种“南征北

战”式的艺术传教活动，对油画在中国的扩大传播所起的深远影响是不容勿视的。  

  现存澳门的二个余件明末天主教油画和一些天主教壁画，向世人展示了乔瓦尼在天

主教澳门教省从事美术创作与教育活动，培养中国油画家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尽管这些

作品的作者佚名，但它们均出自乔瓦尼的弟子手笔，油画技术与油画创作颇见功力。例



如，冯玛窦以1597年日本丰秀吉下令处死26名天主教徒的历史事件为题材而创作的《日

本长崎的殉道人》，不仅显示了画家对西方宗教油画象征对比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的精

通，而且也凸现了画家对西方油画多层罩染色彩与明暗光影技巧的熟练。诸如此类技巧

成熟的油画还有澳门圣母玖瑰堂收藏中国油画家之作《圣味基圣像》、《十字架上的圣

方济各》和《圣奥斯丁》等等。  

  种种迹象表明，明代的油画发展已出现中西绘画融合的倾向。近年来在澳门发现的

《明代武将像》，画家以中国绘画线条勾勒填色技法运西方油画材料，尝试了中西绘画

的交融，既有西方油画材质美感，又颇具中国画人物写意神韵。然而，这并不是中西绘

画融合的一个孤倒，澳门圣母雪地殿小教堂遗存的明末天主教圣经故事人物画，也是用

中国画勾线技法描绘西方宗教壁画。1637年艾儒略在福州出版的《天主降生出像经

解》，用线刻的方法复制西方铜版画，虽然减弱了明暗对比，却保留了西洋画透视效

果。可见，中西绘画表现形式的融合是明末西方绘画在中国转承影响的一个显著标志。  

二、清代帝皇的御用与西方油画在中国宫廷的发展传播  

  如果说明代传教士的功绩在于开拓了西方油画东渐中国的“文化传教”之路，并在

中国南方通商口岸建立了最早的油画传播机构，造就了中国最早的油画家，获得了中国

皇帝与中国民间对西画的艺术赞助、移植传播的话，那么到了清代，随着中国皇帝对传

教士油画家的御用，西方画家开始云集中国朝廷，北京遂成为中国油画的重镇，形成清

代中国油画南北双峙态势。即北方以传教士油画家及其中国弟子们为主体，在中国皇帝

的御用下，致力于为帝皇的享乐和文治武功服务；而南方的珠江口岸一方面在不断地为

朝廷输送传教士油画家，另一方面又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伴随着中西经济文化的对撞

交流，中国民间油画家逐渐增多成熟起来。 

  中国皇帝的御用对油画在中国的发展传播起着艺术赞助的作用。有人说“少数的油

画、水彩画被传教士带到中华大地，只能被宫廷及士大夫等少数人所见到所欣赏”，此

话缺乏依据。比如，1688年南怀仁神父在北京逝世，出殡的队伍出现在“北京宽阔的大

街中央”时，既有南怀仁神父的油画肖像和守护天神的油画，又有“圣母和其子耶稣

像”的油画。1700年到达北京的耶稣会“最好的艺术家”格拉尔迪尼，为新建的耶稣会

大会堂绘制了一些幻想境界的油彩壁画．“受到中国参观者的赞叹”。  

  马国贤刚到澳门时，就作过两幅油画作为呈送给中国皇帝的见面礼，广州总督见后

大为欣赏，敦请马国贤为他临摹了一幅，并让马国贤画了一幅真人肖像，招徕“很多人

来围观马国贤画画，以致引起哄闹。”不论是格拉尔迪尼还是马国贤，或是后来的传教

士油画家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艾启蒙、潘廷璋，无一不是由珠江口岸的澳门登上

中国大陆，居留广州之后，经广州巡抚奏准才能入京。所以中国皇帝的御用是众多传教

士油画家纷至沓来中土的成因，他们从中国南方到北方的行程及其艺术活动，对油画在

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传播和影响是不可勿视的。  

  清代帝皇对油画的艺术赞助，起先主要表现为对透视与装饰艺术的喜好。比如，康

熙时御用的传教士南怀仁运用西洋透视法作画三幅，副本挂在畅春苑观剧处。另一传教

士画家利类思在北京耶稣会公园里展出他的西洋画作品时，清廷官员出于好奇心去观看

了这个展览，结果大吃一惊，“他们不能想象在一张普通的纸上竟能画出亭台楼阁、曲

径小路，如此地逼真，乍看上去以为自己的眼睛受骗了。”因此，康熙皇帝受这种新艺

术的盅惑，要求耶稣会给他“派一名透视学专家，连同珐琅术——另一种他所热中的外

来技术的技师一起来。”  

  马国贤就是何纳笃教士听说中国皇帝“要找一些精通科技和绘画的人才”后，被耶

稣会选中派赴中国，经两广总督“将马国贤所画的山水、人物画及临摹理学名臣陈献章



 

遗像进呈康熙御览”，钦准进京御用。尽管马国贤在宫中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绘制油

画，但他“这种描绘中国式的风景画”，康熙皇帝“倒是挺喜欢这些画的”；原因当然

是这些描绘中国山水与房屋的油画有透视变化。  

  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油画《桐荫仕女图》屏风，便是一件供宫廷装饰用的作品，

传为马国贤的中国学生所绘；画面以一点透视推开一个近大远小的纵深建筑风景，加上

强烈的明暗阴影表现，给人以真实可感的视觉感受；至于御用性质，从这幅油画屏风另

一面有康熙皇帝御笔临写董其昌的《洛禊赋》书法一篇，即可以了然中国皇帝对有透视

变化的“中国式的风景画”的爱好程度。  

  乾隆时期，西方油画倍受青睐，被广泛地作为宫廷装饰艺术，不少应召入宫御用的

传教士油画家承旨作画。诸如乾隆元年正月，太监毛团传旨：“重华宫插屏背后，着郎

世宁画油画一张。”同年九月，郎世宁又为“后殿明间钟架玻璃门上画油画。”乾隆二

年，圆明园九洲清宴围屏“玻璃画由郎世宁画”；不久太监毛团等人又传谕：“着西洋

人郎世宁将圆明园各处油画画完时，再往寿萱春永去画。”  

  乾隆六年，郎世宁承旨在清晖阁玻璃集锦围屏上画了68块油画；直至乾隆二十一年

奉旨用玻璃片画油画，前后达2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油画《太师少师图》和佚名

氏私人收藏的油画《犬图》上均有“臣郎世宁恭绘”署款，画风写实，明暗立体感强

烈，形象生动准确，应是郎世宁领旨为宫廷装饰而作。另一名传教士油画家王致诚也是

如此。乾隆六年，王致诚奉命在造作办油画房为建福宫小三卷房床罩玻璃画油画；次

年，他又承旨画油画玻璃斗方8块。直至乾隆二十二年，王致诚还在为玻璃灯画油画。传

教士油画家潘廷章1773年入清宫供奉不久，即奉旨作过油画挂屏一件。  

  ……诸如此类的频繁油画创作装饰活动，假如没有中国皇帝对传教士油画家的御用

和对油画装饰艺术的喜好，就一个外来画种而言，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清代

中国皇帝是西方油画的艺术赞助人，而传教士油画家以透视写实、装饰才能取悦于中国

皇帝，借中国皇帝的权威使西方油画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传播。  

  油画在中国宫廷得到进一步发展传播的显著标志，是在西方传教士画家的影响和培

训下，出现了成批的中国油画学子。前面所述《桐荫仕女图》油画传为马国贤的中国弟

子之作，可算作最早的一批，尽管作品无画家署名。到乾隆时期，跟随传教士画家学习

油画的人徒然增多，如乾隆三年皇谕：“双鹤斋着郎世宁徒弟王幼学等画油画。”同

年，王幼学还接过太监胡世杰交来的一张画稿，照样绘制了油画一张。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画家也应旨绘制油画：如乾隆三年，丁观鹏为同乐园戏台上画

油画烟云壁子一块，紧接着又为重华宫戏台上画油画烟云壁子。另一位中国画家张为邦

也在乾隆四年承旨为韶景轩东北角牌插壁子画油画；是年，他还与王致诚在召祥宫行

走，“各自画油画几张。”显然，宫廷中国画家丁观鹏、张为邦之所以能与传教士画家

一样领旨为宫苑绘制油画，与传教士在中国宫廷中的艺术传授活动和影响密不可分，就

象传教士画家郎世宁也能绘制中国画一样，只不过宫中既能绘中国画又能画油画的中国

画家为数不多而已。  

  为了宫廷装饰的需要，乾隆皇帝于1751年下令“着再将包衣下秀气些小孩挑六个跟

随郎世宁等学画油画。”按这段清档记载，乾隆十六年的诏令并不是头一回，否则无

“再”可言，故随传教士学习油画的中国人有数批，丁观鹏、张为邦是其中的一批。除

王幼学、丁观鹏、张为邦外，乾隆时期宫廷随传教士学油画的中国学生还有班达里沙、

八十、孙威风、王 、葛曙、永泰。王儒学、于世烈等人。可以说，中国皇帝的艺术赞助

促进了油画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传播，当宫中御用的最后一名传教士油画家潘廷章在

1812年故去之后，清代宫廷油画的发展主要是靠传教士画家训导的”包衣”来薪火传

   



续。  

  其实，乾隆皇帝并没有停留在油画装饰宫苑的消遣趣味上。这位自命“古稀天子”

的乾隆皇帝，当他意识到“至于写真传影，则可用油画，朕备知之”时，很快对油画艺

术实施带有政治目的良苦用心的赞助，以炫耀其“文治武功”辉煌业绩。乾隆十九年，

他传王致诚进宫，为11位主持国家大事的亲王和重臣画像，以致那些王臣看到画布上自

己的各种细节逼真的画像时很兴奋，“他们相对而笑，觉得画得很像。”  

  同年，乾隆还令王致诚画了许多归附的蒙古族厄鲁特首领油画肖像，这批画像后被

八国联军掠去，现存八幅收藏在德国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它们分别是凌策像、巴图孟

克像、达瓦齐像、额尔德尼像、达瓦像、布颜特古斯像、刚多尔济像和根敦像。画家采

取结构画法，致力表现人像的解剖结构、体面退晕与高光，不画阴影，确实达到了中西

绘画融合，形神兼备，性情迥出的艺术境界。 

  据文献记载，他还为乾隆画过一幅油画巨像和一幅以御花园为背景拉弓的像，现存

北京故宫博物馆的《乾隆射箭图》巩怕就是后者，作品表现了满族统治者重视骑射武备

治国的思想。王致诚“运用他所有的艺术技巧”去使画像逼真，“尽一切努力来附和皇

帝的要求”，赢得了中国皇帝的欢颜，乾隆竟亲口对他说“你也可以在某个部门当  

官，同时也履行你的神职。”当然，乾隆皇帝对王致诚的重视是对他所擅长的油画写真

艺术的呵护，以便使之更好地为弘扬其“文治武功”大业服务。  

  1768年王致诚逝世后，乾隆皇帝又招意大利画家潘廷章进宫御用。潘氏入宫之际正

赶上乾隆平定两金川战役胜利，为表彰有功将士。乾隆诏令画家为这些功臣画像，悬挂

在紫光阁中。现藏德国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的平定两金川功臣油画雅满塔尔像、阿忠保

像、嘉木灿像、托尔托保像等，即出自潘廷章之手。这批作品，画法上与王致诚所绘蒙

古厄鲁特首领大致相似，虽然笔触相对粗糙，技法上明显地不够成熟，但毕竟是为中国

皇帝弘扬“文治武功”业绩的“写真传影”油画，有其中西绘画融合、中西审美趣味互

揉的特点。  

  从宫苑装饰到彪炳帝皇的文治武功业绩，从康熙皇帝“不怎么喜爱肖像画”到乾隆

皇帝垂爱西方油画“写真传影”，从传教士油画家到中国宫廷油画家的出现，油画在中

国北方重镇的传播，得力于中国帝皇的艺术赞助，最突出的是油画肖像艺术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直到清代后期，仍有《旗装老妇像》、《男人肖像》、《仕女肖像》等佳作问

世。  

三、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西方移民画家与油画在清代南方通商口岸的传播发展 

  “正当传教士油画家在北京忙于绘制玻璃油画装饰宫苑时，中国南方通商口岸广州

的油画家也在乐此不疲地绘制玻璃油画，所不同的是．他们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而作。  

  英国学者玛格丽特，乔丹在其著作《十八世纪的中国外销艺术》中指出：“在欧洲

和东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中，众多中国出口品所受到西方的影响是‘耶稣’瓷和镜子画，

两者都为出口外销而绘制，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装饰取材于欧洲的铜版画。“镜子

画即玻璃画。就中西文化交流而言，从西方铜版画上寻找和临绘所进发出来的创造感

觉，是清代南方通商口岸油画兴起的根源。最有说服力的是一幅大约1790年代的中国水

彩画，描绘一位中国油画家端坐在画桌前临摹一帧欧洲彩色铜版画。从桌上备用的纸片

和擦笔用过的绉状纸团可以知道他在绘制油画。  

  瑞士收藏家赖色夫妇收藏的玻璃油画《诺曼底海景》，是一幅根据法国黑白铜版画

绘制而成的彩色玻璃油画。赖色夫妇收藏的《摇纺轮的妇女》、《维纳斯梳妆》、《牧

羊女》、《江湖医生与乡村理发师》等，均是欧洲铜版画的油画复制品。所以，英国旅



行家巴洛在1804年出版的《中国游记》中叙述他在广州的见闻时说：“传入广州的欧洲

彩色版画，被复制得十分逼真。”  

  虽然临仿是清代南方通商口岸油画发展的早期方式，但在此基础上焕发出来的油画

创作，奠定了油画在中国南方盛起的基础。赖色夫妇收藏的中国贵妇肖像，向世人展现

了18世纪后期中国油画家肖像创作造化的本领，而代表着这一创作成就的油画家是史贝

霖，他一开始是在玻璃上绘制油画肖像而崭露头角的，他的现存最早的一幅玻璃油画肖

像上用英文题签道：“史贝霖于1774年10月画于中国广州。”  

  据西方学者研究，此画描绘的是英国船长托玛斯·弗瑞。也就是说，中国油画家已

经开始为外国来华的航海家绘制写生肖像，这标志着中国油画艺术及艺术赞助人之间的

关系从此建立起来；因为继此之后现存有他题签的油画肖像多达十几幅，其他画家署款

的油画肖像也不断涌现，恰恰说明清代广州油画的崛起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联

系。  

  史贝霖的意义并不光表现在玻璃油画的初露锋芒上，他作有许多布面油画。换句话

说，他是清代由玻璃油画转向布面油画的重要代表性画家，这意味着清代中国南方油画

由玻璃油画迈入架上油画阶段，从而大大加速了清代广州油画发展兴旺的历史进程，为

19世纪广州架上绘画及其画家群的出现，起着开拓先行的作用。在布面上作油画肖像标

志着史贝霖油画肖像艺术风格的形成和成熟。  

  他的最早一幅布面油画描绘一位身份不明的英国军人，椭圆形画的背面标签上清晰

地写着：“广州史贝霖之作，1786年12月1日。”此件作品用比较地道的西方古典油画肖

像罩染法与透明画法绘制而成，若无画家标签，人们很难想象这幅油画出自中国油画家

史贝霖之手。类似此作的还有《约翰·怀特船长肖像》、《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像》

等。就史贝霖现存作品编年发展特征来看，他的油画大体上以1786年为界分为两个阶

段。  

  早期的油画与他在玻璃上作画有关，用笔比较拘谨，笔触磨得很平，装饰味很浓。

大约从1786年起改在布面作画，技术得到迅速提高，这时的油画风格，呈现新古典主义

特征，已注意到人物神情气质的表现，此种表现风格一直持续到他晚年，并且在表现技

巧上显得十分纯熟老练。如他所绘哈斯堪肖像，脱尽东方人习惯线画法塑造人物的痕

迹，达到与西方画家之作难分难辨的境地。  

  总的说来，史贝霖后期的肖像画在明暗对比的处理上并不强烈，却注意了脸部解剖

结构的描绘，背景多以褐灰色或蓝灰色来表现，人像背光部位后面的背景有一浅色光晕

构成他晚期肖像画的风格特征。这种画风一直延续到1820年代，如他的一些追随者奎呱

作的《伯内阿·费奇像》，小东呱作的《佚名美国人像》，兴呱作的《海员像》，林呱

作的《佚名外国男子肖像》等，表现方法均不出史贝霖左右，带有史贝霖肖像画风格烙

印，因此这种肖像画风被称为“史贝霖画风”。所以，“史贝霖画风”是清代南方通商

口岸架上油画的早期发展阶段。  

  自从1825年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定居澳门以来，中国南方通商口岸的油画进入了

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具体表现为：1．钱纳利及其中国弟子们在粤、港、澳三地的艺术活

动促进了广东油画的蓬勃发展，形成广州、香港、澳门三足鼎峙的油画艺坛格局；2．不

但广东的油画肖像画风发生丕变，而且风景、人物画风也发生剧变；3．在钱纳利画风的

直接熏陶与间接影响下，新一代中国油画家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在中国南方其他通商口

岸的艺术创作活动促进了油画在清代南方沿海地区的传播发展。  

  钱纳利的中国高足叫林呱(传为关乔昌者)。1825年9月，当钱纳利踏足澳门时，他的



朋友费龙在自家花园为他构筑了画室，并配备了助手为他收拾清洗画具，这名助手就是

后来口七咤广东油画艺坛的名家林呱(关乔昌)，林呱本人也声称自己是“这位英国画家

的学生”。钱纳利视“教学是最高的艺术”所产生的积极成果，是林呱在他的熏陶下成

熟起来，林呱于1820年代为钱纳利绘制的写生肖像即是最好的证明。 

  尽管这幅肖像画得比较拘谨，但由于林呱把握住了人物结构与性情神态、明暗对比

关系，作品显得扎实传神，具有钱纳利肖像画风范，因而林呱经过十几年的磨励能青出

于蓝。1852年钱纳利去世时，有人在英文《广东邮报》上著文追悼时说：“钱纳利是一

位不亚于托马斯·劳伦斯爵士的肖像画家。一个在广州的现代绘画流派，是钱纳利建立

起来的，他的学生包括林呱及其他一些中国画家都画艺不凡。”  

  林呱{关乔昌)的确是一位画艺不凡的油画家，他自诩为“中国的托马斯·劳伦斯爵

士”。他曾效法老师钱纳利把自己创作的油画肖像送到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美国纽约阿

波罗俱乐部、波士顿图书馆展出，其中在波士顿展出的油画有林则徐像和耆英像，因而

赢得了国际声誉。  

  1850年一位访问过他画室的法国人在美国艺术协会发表文章道：“今年夏天，我们

看了波士顿图书馆的展览，有四至五幅中国达官显要的肖像画出自这位画家之手，但愿

这不至使技艺纯熟的欧洲画家失宠。“事实上，林呱在艺术上的日益成熟倒真的“使技

艺纯熟的欧洲画家失庞”，那就是他具有纯熟的油画技术。他的众多油画肖像，包括他

的两幅自画像艺术品质之高，足与西方油画家媲美，难怪英国旅行家唐宁记叙林呱时会

说：“他曾经是住在澳门的钱纳利的学生，受了钱氏的训导，足以使他按欧洲人的式样

完美地作画。……大多数外国人花得起钱请林呱给他们画肖像，因为他们认为请中国人

为自己画肖像，带回祖国会有格外价值。”  

  此外，林呱还擅长艺术经营，正如英国 人凡尼在他的《1848年中国和印度之旅回忆

录》中写道：“林呱，华南著名的画家，……他有敏锐的商业眼光。……我理解他是个

相当公平的画家，他不仅有葡萄牙和本地的顾客，也有广州和香港的欧洲主顾。“林呱

不仅在广州设有画肆，1840年代又在香港开设画店，以“林呱，英国和中国画家”、

“漂亮的肖像画家”牌号招徕中外主顾，具有很强的艺术市场竞争实力，故拥有粤、

港、澳三地来华的欧美艺术消费者。可见，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一方面推动了欧美艺术赞

助人对中国油画的消费，另一方面反而加深钱纳利对广东油画的影响，形成钱氏画风为

主导的油画艺术新潮，因而导致19世纪中国油画“钱纳利画派”的兴起和油画风格的丕

变。  

  受钱纳利画风影响的画家还有新呱和煜呱。新呱是一位活跃于19世纪中后期的风景

画家，他作风景画喜欢借助近景与中景的明暗对比来表现水的明快流滑质感并拉开空间

层次，达到重点描绘中景光线集中区域景物的目的。他早年的油画《辛西娅号离开伶仃

洋》和晚期的《广州商馆区》、《里约热内庐海景》组画均采取这种形式处理画面，与

钱纳利的《濠江渔歌》表现形式相类，色彩语言也酷似钱纳利的《濠江一渔船及渔

娘》、《澳门半山风光》虽说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新呱与钱纳利有师承关系，然而作品的

形式与色彩感觉已说明了一切。  

  煜呱的油画选材与新呱相似，多以粤、港、澳等地的港埠风景为描绘对象。在设色

表现上，煜呱与新呱有别，他往往用黄紫或蓝紫釉染云彩，强调它们在不同环境中的色

彩倾向，如在《黄埔船坞》中云彩偏蓝紫色，在《广州商馆区风貌》、《维多利亚城远

眺》中则偏黄紫色。煜呱比新呱更加注重笔触与色彩效果造成的视觉冲击力，那漫天涌

动的云层、波浪翻卷的海面，在他流转自如、灵活多变的笔触挥扫下气韵生动，质感跃

现。这种重视风景色彩质感生韵的表现与钱纳利衣钵相承，只不过煜呱的笔触比钱纳利

更加细腻传神，别具匠心了，以致于西方学者认为煜呱之作可与欧美风景画比肩。  



  如果说钱纳利对林呱、新呱、煜呱等人发生明显影响从而导致广东油画的兴盛广播

和画风丕变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中后期对南昌、周呱二人的影响已大为衰减了。尽管

南昌的油画《黄埔帆影》构图一眼望去近似钱纳利的油画《黄埔艇帆》，但南昌嗜好纯

度过高的色彩作画，与钱氏格调异趣。  

  19世纪后期中国南方通商口岸的油画因受西方摄影术的影响，艺术品质江河日下。

周呱的油画风景代表着这一新的倾向。五口通商之后他到上海发展，是上海开埠油画的

先行者、开拓者。他绘制了一系列黄埔江风景，代表作《黄埔江外滩风光》，作风近于

煜呱和新呱，具有致广大、尽精微的特征，精心于江面船舶的细致描绘。  

  不过，周呱显然缺乏钱纳利、新呱、煜呱风景画中常见的耐人寻味、引人入胜的景

物情节，他热衷于自然地铺叙而忽略了景物的神彩意境的表现，象画照片似地流于匠作

习气：这种习气，是中国清代晚期油画普通存在的弊瑞，如《上海的美国人居住区风

景》、《黄埔江外滩风景》等均属此流。因此，当大批西方油画家涌入中国南方通商口

岸时，清代南方通商口岸的油画家难以与之抗衡，故清末油画如日薄西山，衰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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